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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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器人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产业政策是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战略指南。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别从工具和创新链维度构建了机器人产业政策研究的二维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2010-2017年的42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综合性政策较多，专项政策严重匮乏；政策工具存在使用严重不足和使用过溢的极化现象；政策信号功能有余，增量效应不足。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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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robot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high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policies are strategic guid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bot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a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robotic industry policies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ools and innovation chains, and cont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quantify 42 policy tex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0 to 2017. It was concluded tha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re were plenty of comprehensive policies of robot industry, with fewer specific policies; the gap of underused and overused policy tools were significantly widened; the policies had more signal effects than additionality effects.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solving the above problems.
Key words: policy tool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obot industry; content analysis

《中国制造2025》将机器人产业列为中国十大重点优势战略产业，而长三角地区则以雄厚的产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条、完善的产业环境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第一梯队。2017年，长三角地区机器人相关企业数为1 271家，总产值达860亿元，设有全球机器人巨头总部基地，机器人产业集聚度CR5指标为40%[1]，但和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强国相比，触觉识别、导航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存在明显劣势，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占有率不高，六轴以上的高端机器人85%为国外品牌，大部分核心零部件仍处于外购阶段。2018年4月，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目标直指《中国制造2025》，拟对包括机器人产业在内的高技术产业实施制裁，这对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的高端化发展将造成沉重打击，伴随着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导致“低端锁不定”的客观形势，长三角地区必须跳出“比较优势陷阱”，通过设计科学、合理、适用的产业政策，引导机器人产业尽快攀升至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因此，本文选择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存量和政策结构的量化分析，指出政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对提升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优化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的配置功能，谋求机器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伴随着机器人产业成为各国抢占未来技术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前沿技术产业，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主题主要涉及产业技术、产业演化、产业进出口贸易、产业发展路径及对策等方面。
在机器人产业技术方面，Ju等[2]提出了基于专利的质量功能部署（QFD）框架，指出位置传感器是韩国机器人产业最重要的新兴技术。王伟光等[3]绘制了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地图，为中国工业机器人专利布局提供了可靠的产业技术情报。在机器人产业演化方面，Lechevalier等[4]认为技术多样性与内部创业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驱动力。Yun等[5]指出技术突破、商业模式创新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在机器人产业进出口贸易方面，李丫丫、潘安[6]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理论假设，实证检验了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机理与影响程度。董桂才[7]指出，尽管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产品在不断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也在不断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和机器人产业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大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器人产业政策研究却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且现有研究存在2个方面的不足：（1）以政策工具为视角的机器人产业政策研究非常匮乏，多数研究只是针对已有的机器人产业政策进行回顾，缺乏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8-9]。目前仅见的一篇文章是陈军等[10]基于创新2.0理论，对我国中央政府层面自2010-2016年出台的36份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进行的内容分析。但遗憾的是，该文一方面没有交代具体的样本筛选原则，样本代表性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没有对编码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从而可能影响最终的统计结果和分析结论。（2）既有研究均从国家整体层面分析机器人产业政策的特点和不足，角度较为宏观且缺少对比，结论稍显单薄。目前尚未见到从区域层面针对机器人产业政策开展的系统研究。
针对上述2个方面的不足，本文以长三角地区的机器人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基于工具维度和创新链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2010-2017年的政策文本进行综合分析和区域对比，通过实证性的量化分析，探索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以期丰富机器人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并为政府优化和完善机器人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从而促进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的长足发展。
2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分析框架
2.1  X维度：机器人产业政策的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者为达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所采用的手段、途径与机制[11]。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Mcdonnell和Elmore按照政策目的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激励、能力建设、制度变迁等4类[12]，Schneider和Ingram也提出了类似的分类，包括权威、激励、能力建设、象征与劝告、学习等5类政策工具[13]。这2种分类方法在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中被学者较多采用[14]。Doern和Phidd认为“自律”是强制程度最高的政策工具，而“全民所有”是强制程度最高的政策工具[15]，在此基础上，Howlett与Ramesh按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主导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混合性、强制性三大类十小类[16]。此分类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特别适用于分析医疗、养老、公共产品和服务等领域。而在政策工具方面，使用最为普遍的则是Rothwell和Zegveld[17]的分类，他们将政策工具分为了供给侧、需求侧、环境侧3类，并指出产业创新和发展取决于技术供给、市场需求和创新环境的有效组合。这三者分别对应政策的供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具体而言，供给侧主要是政府通过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市场信息以及企业研发等活动促进产业发展；需求侧主要是通过为产业发展创造国际、国内市场刺激产业的发展；而在环境侧，政府的作用则是改变产业创新发生的整体环境，比如法律、金融、投资、国际交易环境和创新系统等。它们相互配合，互为支撑，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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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机器人产业政策的工具维度
由于这一创新政策工具分类并不是针对某个特殊产业或行业而设计的，且其所提供的产业政策分析的视角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成为政策文本尤其是产业政策文本分析的重要框架，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如Tuan[18]、Norberg-Bohm[19]、Shyu[20]、Lai[21]、Huang[22]等学者分别将其用于不同产业领域的政策文本研究中。因此，本文即采用Rothwell和Zegveld提出的这一产业创新政策工具作为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分析的X维度。
2.2  Y维度：机器人产业政策的创新链维度  
创新链（innovation chain）的概念自Turkenburg[23]首次提出以后，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Sen[24]指出，创新链包含创新思想、发明、研究论文、许可、产品。Bamfield[25]认为创新链由试探研究、工艺开发、试制、市场、生产和销售5个阶段构成。王超[26]等认为创新链是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移转化、商品化和产业化5个环节的创新活动。
创新链与融合科学、技术、产业、教育等诸多要素的产业政策系统相契合，立足于创新链视角研究产业政策文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产业发展的创新过程以及政策实施意图，因此，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并参考王超[26]等、谢青[27]等的相关研究，同时考虑到机器人产业的实际特点，将机器人产业创新链分为研发、产业化和市场化3个环节，作为本文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分析的Y维度。创新链上分布的3个环节从另一个维度对政策工具进行了补充，通过对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的分解来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的目的，而政策工具则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作用于机器人产业创新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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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政策工具对机器人产业创新链的作用方式
2.3  机器人产业政策的模式匹配结构  
本文主要参考Yin[28]的政策工具模式匹配结构，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形成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工具的模式匹配结构（见表1），将搜集到的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工具纳入该模式匹配结构中。这种匹配结构通过对创新政策内容进行降维处理，具有显著的维度内聚合效度和维度间区分效度，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9]，成为产业领域创新政策文本分析的经典模式。
表1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工具的模式匹配结构
	
	政策工具
	例证

	供给侧
	公共事业
	成立（培育）企业或企业联盟，直接投资，开展示范工程或项目，成立专委会，成立政府所属的研发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产业园/基地

	
	科学技术
	制定和实施研发计划，成立研发中心或实验室，支持研究协会、学习型社团、专业协会，开展研究资助，制定技术发展路线图

	
	教育培训
	提供各类教育和培训，高校及科研院所举办的研讨会，教育领域投资，人才引培，专业（学科）建设，设立人才库，技能培训

	
	信息资讯
	建立各种信息网络和中心、图书馆、数据库、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咨询服务、联络服务，开展各类行业论坛或展会，提供行业信息普及宣传

	环境侧
	财政金融
	信贷支持，贷款贴息，特许，融资担保，风险投资，补贴

	
	税收优惠
	税收减免，加计扣除，绿色税制

	
	法律法规
	专利权，生产准入，知识产权，技术标准

	
	政治策略
	规划，号召引导，鼓励支持，创新荣誉或奖励，鼓励兼并，公共咨询

	需求侧
	政府采购
	中央或地方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外包
	推动企业建立外包合同，加强政府与企业或民间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贸易管制
	贸易协定、关税和货币调节，引进国外企业或技术

	
	海外机构
	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海外贸易组织


根据以上模式匹配结构，并综合工具和创新链2个维度，最终形成了本文关于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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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二维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受Lin[30]等的启发，在具体进行机器人产业政策条款的量化分析中，本文将所有的政策工具都作权重相等的假设，尽管它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采取权重相等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有关机器人行业的政策研究还很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之一，对每种政策工具设定不同的权重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偏颇的，而且对未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有可能带来风险和偏见。另一方面，由于长三角各地区的资源限制及政策基础设施的不同，政策权重也很难设定。因此，本文假定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各类条款的权重相等，可能是在该领域研究的初级阶段比较合适的研究策略。
3  政策样本选择及文本编码
3.1  样本选择  
由于机器人产业（智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从2010年开始被中国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此后，有关机器人产业政策的制定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务院及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机器人产业扶持政策[10]，各省市也随之陆续发布了各类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地方政策文件，因此，本文的样本遴选时间定为2010-2017年，以该时间段长三角地方政府制定、发布的机器人产业政策作为研究样本，主要通过以政府门户网站为主，各类行业门户网站、北大法律信息网、相关学术文献或研究报告、公开出版物、新闻报道等渠道为辅的方式全面搜集政策样本。具体样本搜集和筛选的原则有4条：（1）政策发布主体是上海、浙江、江苏的政府及职能部门；（2）政策发布类型为法律法规、规划、意见、办法、通知、公告、实施方案、项目管理办法等体现施政主体意图的行政类文件；（3）政策文本级别为省（直辖市）级层面，各市、区、县的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不在此次分析之列；（4）政策文本内容与机器人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根据以上采样标准及最大努力采集准则[28]，本文共遴选出和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密切相关的有效政策样本42份，并按照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及发布时间顺序逐一编号（见表2）。
表2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样本
	编号
	政策名称
	发文时间

	1
	上海市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2017-2020）
	2017.07

	2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若干意见
	2017.05

	3
	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四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7.03

	4
	上海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7.02

	5
	关于上海创新智能制造应用模式和机制的实施意见
	2017.02

	6
	“中国制造2025”上海行动纲要
	2016.09

	7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02

	8
	关于上海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助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2015.08

	9
	关于上海加快发展和应用机器人促进产业转型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
	2014.11

	10
	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2.11

	11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中国制造2025苏南城市群试点示范建设的实施意见
	2017.03

	12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6.12

	13
	江苏省“十三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规划
	2016.11

	14
	江苏省装备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6.08

	15
	江苏省高端装备研制赶超工程实施方案
	2016.06

	16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见
	2016.04

	17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03

	18
	江苏省企业制造装备升级计划
	2016.02

	19
	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
	2015.04

	20
	省政府关于更大力度实施技术改造推进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意见
	2015.03

	21
	江苏省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14.12

	22
	智慧江苏建设行动方案（2014-2016年）
	2014.09

	23
	创新型省份建设推进计划（2013-2015年）
	2013.08

	24
	江苏省“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纲要
	2012.05

	25
	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2017.12

	26
	浙江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行动计划（2017-2020年）
	2017.09

	27
	浙江省“机器人+”行动计划
	2017.08

	28
	浙江省标准强省质量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十三五”规划
	2016.09

	29
	浙江省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09

	30
	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三五”规划
	2016.08

	31
	浙江省推动产融合作三年行动计划
	2016.08

	32
	浙江省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十三五”规划
	2016.07

	33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实施意见
	2016.04

	34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01

	35
	中国制造2025浙江行动纲要
	2016.01

	36
	浙江省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行动方案（2015-2017）
	2015.10

	37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2014-2020年）
	2015.02

	38
	浙江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2014.10

	39
	发展工业设计与“机器换人”专项行动方案
	2013.08

	40
	关于贯彻省委创新驱动决定加快工业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
	2013.06

	41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的实施意见
	2013.05

	42
	关于加快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特色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
	2012.11


3.2  文本编码  
本文以政策条款作为样本分析的基本单元。让研究人员对遴选出的42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参照周城雄[31]等提出的编码原则，按照“地区代码（1代表上海；2代表江苏；3代表浙江）+政策编号+一级标题+二级标题+…+末级标题+最末级标题出现的次序（以示区分）”的方式进行编码，最终形成基于政策工具的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分析的编码表。
3.3  信度效度检验  
为了避免编码者的主观理解偏差，增强政策内容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交叉性的三角验证法进行文本编码结果的信度检验。首先让3位编码者对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的所有文本进行独立编码，并采用Viney[32]的研究方法来检验政策分析的信度问题。本文将编码一致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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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3位编码者完全一致的编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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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3位编码者各自的编码数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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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信度结果可以接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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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计算，本研究对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的编码结果信度值为0.86，编码结果可信。由于本文选择的政策样本主要来自政府官网，并辅以行业网站、相关政策文献或研究报告等作为补充，根据政策文本的发布主体、内容等进行了样本筛选和过滤，同时基于政策文件的传承与引用关系，对检索到的文件进行回溯检索[33]，从而保证了政策分析的效度。
4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分析
4.1  政策频数分析  
在前述对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进行编码的基础上，按照本文建构的机器人产业二维分析框架进行归类（由于同一项政策条款可能同时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或同时处于政策创新链的不同环节，因此在统计时分别计数），最终统计得出，长三角地区42份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中共使用政策条款318项，具体二维分布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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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的二维分布图
4.2  工具维度分布分析  
将上述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二维分布图按照X维度的12种政策工具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如表3所示的统计结果。
表3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工具维度分布统计
	政策工具类型
	政策工具名称
	政策数量
	百分比

	
	
	上海
	江苏
	浙江
	合计
	

	供给侧
	公共事业
	25
	8
	46
	79
	24.83%

	
	科学技术
	0
	10
	8
	18
	5.67%

	
	教育培训
	1
	1
	12
	14
	4.40%

	
	信息资讯
	3
	1
	14
	18
	5.67%

	
	小计
	29
	20
	80
	129
	40.57%

	环境侧
	财政金融
	3
	2
	12
	17
	5.35%

	
	税收优惠
	0
	0
	2
	2
	0.63%

	
	法律法规
	0
	0
	6
	6
	1.89%

	
	政治策略
	35
	35
	90
	160
	50.31%

	
	小计
	38
	37
	110
	185
	58.18%

	需求侧
	政府采购
	0
	0
	0
	0
	0

	
	服务外包
	0
	0
	0
	0
	0

	
	贸易管制
	2
	1
	1
	4
	1.25%

	
	海外机构
	0
	0
	0
	0
	0

	
	小计
	2
	1
	1
	4
	1.25%

	合计
	69
	58
	191
	318
	—

	占比
	21.70%
	18.24%
	60.06%
	—
	100%


表3显示，长三角地区42份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综合运用了供给侧、环境侧和需求侧3类政策工具，其中，环境侧使用条款数量最多（占比58.18%），供给侧次之（占比40.57%），需求侧最少（占比1.25%）。环境侧的政治策略和供给侧的公共事业分别以160项和79项政策条款数成为使用量最高的2项政策工具。而需求侧的政策工具仅使用了贸易管制工具，其他3项均为空白，政策工具使用失衡现象非常严重。

从具体地域来看，浙江以191项政策工具条款（占比60.06%）成为长三角地区使用政策工具最多的省份，而上海和江苏则分别以69项（占比21.70%）和58项（占比18.24%）的政策工具条款数分列第2和第3位，与浙江差距很大。
4.3  创新链维度分布分析  
进一步对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从创新链维度进行统计，并结合X维度的12类政策工具，得出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在Y维度的分布情况（见表4）。
表4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创新链维度分布统计
	
	
	研发
	产业化
	市场化

	
	
	上海
	江苏
	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供给侧
	公共事业
	8
	0
	4
	9
	2
	16
	8
	6
	26

	
	科学技术
	0
	6
	5
	0
	3
	2
	0
	1
	1

	
	教育培训
	0
	0
	3
	1
	1
	2
	0
	0
	7

	
	信息资讯
	0
	0
	1
	2
	0
	4
	1
	1
	9

	环境侧
	财政金融
	0
	1
	1
	2
	0
	4
	1
	1
	7

	
	税收优惠
	0
	0
	0
	0
	0
	1
	0
	0
	1

	
	法律法规
	0
	0
	2
	0
	0
	2
	0
	0
	2

	
	政治策略
	16
	10
	17
	13
	11
	23
	6
	14
	50

	需求侧
	政府采购
	0
	0
	0
	0
	0
	0
	0
	0
	0

	
	服务外包
	0
	0
	0
	0
	0
	0
	0
	0
	0

	
	贸易管制
	0
	1
	0
	2
	0
	1
	0
	0
	0

	
	海外机构
	0
	0
	0
	0
	0
	0
	0
	0
	0


表4显示，长三角地区42份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的318项政策条款在创新链的研发、产业化和市场化环节均有分布，其数量分别为75项（占比23.59%）、101项（占比31.76%）、142项（占比44.65%）。可以看出，从总体来说，长三角地区的机器人产业政策条款主要聚焦于市场化环节，在研发端的分布相对较少。从政策工具和创新链二者的具体关系来看，供给侧和环境侧在研发、产业化和市场化3个环节均有分布，但主要影响仍作用于市场化环节，其对研发环节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而需求侧的4项条款却意外地分布于研发（1项）和产业化（2项）环节，并没有起到刺激和推动市场化示范应用的作用。在推动创新链各环节的3类政策工具中，环境侧的政策工具使用量均是最多的。而具体到12类政策工具而言，则均表现为政治策略对创新链各环节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使用频次最多。
具体到各地区来看，上海和江苏的政策条款在创新链环节的分布较为均衡，但上海的政策条款则表现出更侧重机器人产业化发展的倾向，其次为对研发环节的重视，相对来说，市场化的示范推广和应用则相对较弱，其分布比例大致为1.5∶1.8∶1。江苏则在市场化方面的条款更多，其次为研发环节，机器人产业化的政策条款最少，但三者之间的绝对数量相差不大，其分布比例大致为1.1∶1∶1.4。而浙江则明显在市场化环节影响最大，其政策条款数为103项，其次为产业化，条款数为55项，而研发环节则以33项位居最末，其比例大致为1∶1.7∶3.1，分布不均现象较为严重。不过，从绝对数量来看，浙江在创新链3个环节的政策条款数均为第一。3个区域在创新链环节的具体分布对比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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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创新链环节分布对比
5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5.1.1  综合性政策较多，专项政策严重匮乏  
从搜集到的机器人产业政策文本来看，江浙沪三地在省（直辖市）级层面出台的政策绝大多数都是综合性政策。关于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条款散落在地区“十三五”规划、（高端）装备制造业、人工智能等综合性政策文本中，仅上海和浙江出台了《关于上海加快发展和应用机器人促进产业转型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机器人+”行动计划》《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实施意见》《发展工业设计与“机器换人”专项行动方案》4份专门针对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其比例不足10%，这也解释了为何江浙沪在机器人产业政策分布中很多政策工具运用不足甚至缺位的现象。综合性政策由于比较笼统和宽泛，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由于有关各方理解的差异而存在执行偏差[10]，从而降低了政府对机器人产业的扶持力度和政策的施行效果。也正是由于机器人专项政策的缺失，导致长三角地区关于机器人产业发展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土地开发、创新平台、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配套性的细化措施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现象。
5.1.2  政策工具存在使用严重不足和使用过溢的极化现象  
通过对江浙沪三地机器人产业政策工具的频数统计发现，3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极不均衡。需求侧仅使用了4项政策条款，占比仅为1.25%，和环境侧、供给侧使用的政策条款数差距巨大，使用严重不足。同时，需求侧工具均集聚在贸易管制方面，且只是较为宏观地支持和吸引国外机器人龙头企业到当地发展，开展跨国合作等，针对如何具体实施引进及合作的措施则并未阐明，而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和海外机构这3类需求侧工具则均未涉及。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在直接通过需求工具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依然不足。尽管从创新链维度来看，江浙沪地区有近半数的政策条款聚焦于市场化环节，但其大部分均为示范推广机制，有关购买补贴、商业模式创新、海外拓展等方面的政策条款非常欠缺，“市场推动”作用的薄弱对于促进“高技术、高投入、高成本”的机器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十分不利。
另一方面，环境侧中的“政治策略”和供给侧中的“公共事业”工具则存在使用过溢的现象，这2类政策工具合计占比高达75.14%。政治策略工具主要包括鼓励类、规划类、号召引导类和部门分工协作4类[27]，尽管政治策略工具的大量使用是我国政策的一项特点[34]，但这类工具也存在线条较粗、操作性不强的缺陷，其宣传引导作用较强，而实施落地较差。同时，和政治策略相比，江浙沪地区在财政金融、税收优惠及法律法规方面的政策工具条款使用则明显不足，三者合计仅为政治策略使用频次的15.63%。公共事业工具则更直接地体现了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作用，主要表现在建设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设立机器人产业基金、实施机器人技术改造项目等方面。对于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新兴产业而言，政府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有效供给直接推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和协调。相比于公共事业工具，长三角地区在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和信息资源方面供给工具的使用则明显不足。
5.1.3  政策信号功能有余，增量效应不足  
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政府在产业化和市场化方面的大力推动，更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研发性的政策条款和措施，推动机器人产业在核心关键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及产学研用合作方面实现开创性的突破。然而，就现有统计来看，无论是科学技术政策工具的使用还是政策工具在创新链研发环节的分布来说，长三角地区对机器人产业的研发政策条款的制定和运用都较为薄弱。在仅有的18项科学技术政策工具中，真正聚焦于研发环节的也仅有11项，而在全部318项政策工具中，分布于研发创新链环节的政策工具仅有75项，占比仅为23.58%。
相比于浙江和上海，江苏在机器人产业研发政策方面表现较好。但和直接运用科学技术政策工具促进机器人产业技术发展相比，江浙沪三地更多地是通过政策策略来间接影响机器人产业的技术研发，其发挥更多的是向利益相关方释放的政府重视机器人研发的“信号功能”，比如《浙江省机器人+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引导和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整合机器人技术与产业资源，支持建设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建立完善软硬件结合的机器人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体系，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机器人科技成果的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这项政策条款与其说是促进机器人企业研发实力的提升，不如说为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力”进行“背书”，Söderblom[35]将这一功能称为政府政策的“认证效应”，Feldman[36]也将这一现象称为政府政策的“光环效应”，即通过政府的“中介者”认证，向相关投资人传递机器人企业的“质量信号”，从而缓解融资约束。43项政治策略工具在研发创新链的分布更多地便是发挥了这种信号功能。但政府直接通过运用科技政策工具促进企业在研发投入、产出和行为上直接产生的增量效应[37]则非常局限，只有18条科技政策工具，仅占全部政策条款数的5.66%。
5.2  建议
5.2.1  加快制定和出台机器人产业的专项政策 
针对目前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综合性政策过多、专项政策严重不足的不利状况，相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和出台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明确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技术、产业化、市场化路线图和时间表，发挥人才、技术、资金、平台、土地等支撑性和配套性“政策资源”对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造血功能”，并进一步细化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长、中、短期目标体系。同时，长三角地区应加强沟通和协调，减少政策的趋同性，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生命周期和地方比较优势制定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机器人产业政策。比如，上海应以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充分发挥其国际化优势，加快出台智能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和实施细则；江苏则应充分利用本地的人才智力资本优势和制造业的整体规模优势，以“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抢占世界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高点、融入制造强国大战略”的目标定位，在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及推动机器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方面制定出台具体政策；而浙江则应在发挥“机器人+”行动计划的基础上，继续出台相关具体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以打造国内一流的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和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5.2.2  保持政策工具使用及与创新链环节的平衡性和匹配性  
一方面，要加强现有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监管与调控，防止政策工具因当年未能切实落实而后续不断出台补充政策所导致的政策“过溢”现象[38]。同时，要全面运用综合性的政策工具。针对当前长三角地区“政治策略”和“公共事业”使用过溢、需求类政策使用严重不足的情况，应适当降低前2种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尽快出台和落实政府采购、服务外包、海外机构等需求侧政策条款，通过市场培育、创新商业模式、重点关注消费者环节等手段真正发挥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39]。同时，还应保障同一政策大类内部不同政策工具的平衡性。比如，在环境侧和供给侧，需要相关部门如科技厅、财政厅、教育厅在财政金融、税收优惠、法律法规、教育培训等方面独立或联合发布更多的实施细则，保障政策工具的科学性、操作性。另一方面，要保持政策工具与创新链环节的匹配性。针对当前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政策条款多聚焦于市场化环节的现状，应加大对机器人研发及产业化环节的关注力度。通过制定和运用机器人基础研究人才的引培、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的建设、机器人绿色税制改革、机器人海外研发机构或企业分支机构的设立、实行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风险补偿等政策，从而保障机器人产业政策工具与创新链的匹配性。
5.2.3  多渠道发挥机器人政策对技术研发的增量效应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而推动创新的核心力量则是技术变革。虽然中国目前已晋升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场，但是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自动化装备技术、重大成套装备系统集成与开发、高性能工艺装备自主设计和制造、高性能基础功能部件批量生产与应用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差距[40]。针对当前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科技类政策较少，且多集中于鼓励类、目标规划类、号召引导类的政治策略工具，同时基础理论研究和官产学研用等方面的政策较为薄弱的现状，应加快出台具体的研发政策，如制定（实施）机器人研发计划，成立机器人研发中心，开展机器人研制赶超工程，强化企业研发主体的地位，加大机器人产学研用结合的政策制定力度，在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的同时也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政策对机器人技术在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及研发活动上的增量效应，增强机器人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创新效能，从而提升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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